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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黄鹤楼之前，我正处在人生的最

低谷。后来被吸纳到重建黄鹤楼的设计队

伍中来，也是出于偶然的原因，“客串”

而已。但是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我变被

动为主动，实现了“反客为主”的华丽转身，

历时 8 年，主持完成了黄鹤楼重建工程的

总体规划和全套建筑设计，并配合施工直

到黄鹤楼重建落成，被称为“黄鹤楼的总

设计师”。

黄鹤楼的设计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因素，

富有传奇色彩，故值得记录在此供大家分享。

1978 年 夏，“ 文 革” 的 硝 烟 刚 刚 散

去，武汉市就传来了好消息：毁于清朝末

年（1884 年）的黄鹤楼又要启动重建了。

这已经是解放后第三次启动此项目工程：

第一次是 1957 年，因武汉长江大桥的兴建

占据了黄鹤楼故址，武汉市政府遂提出重

建名楼的设想，建筑方案拟恢复清末同治

黄鹤楼式样，此举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同

意和支持，后因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筹建工作被迫下马；第二次是 1975 年，据

说是为了纪念“毛主席 1927 年登临黄鹤楼

故址 50 周年和 1957 年指示重建黄鹤楼 20

周年”，准备在 1977 年重建落成黄鹤楼。

不料在设计后期有人爆料称：清末同治黄

鹤楼是为庆祝曾国荃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而

建，“政治上有问题”。于是筹建工作再

次中断。

一切人员严加保护学校及全体学生，维持

学校秩序，从此，清华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从清华解放到北平解放的一个多月中，

大家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一方面各系级组

织制作宣传标语，准备北平解放后进城宣

传，一方面传看介绍解放区的书籍如《冀

东行》等。不久部队文工团表演《白毛女》

《赤叶河》等解放区的话剧、歌剧。地下

党组织也进行调整，一是改变过去单线联

系的做法，可以相互打通关系；二是南北

系合并组织支部，我们和北系的党员温益

友、葛琴林等一起成立土木系支委会。为

了迎接北平解放，成立了清华大学迎接解

放服务队，共有 2000 多名学生和 200 多名

教师在北平城区参加为期两周的宣传工作。

从 1946 年 10 月 进 入 清 华 大 学， 到

1949 年 2 月我进城宣传，历时不到三年，

可是，对我来说，终生难忘。2 月，参加

在北大四院召开的党员大会后，王汉斌同

志通知我，由于革命工作需要，不要回学

校了，留下来参加革命工作，即被分配到

市委学委大学部工作，这样就结束了我在

清华园的生活。

（本文节选自储传亨学长的自传，由

储学长夫人陈瑞美 2017 年 1 月提供，标题

为编者所加。）

我的黄鹤楼传奇

○向欣然（1963 建筑）



158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 22辑

回忆录

上世纪 90 年代初，向欣然学长夫妇在黄鹤楼前

这次再度启动重建，首要任务就是重

新确定黄鹤楼的建筑样式。为此，湖北省

委特作出指示，要求“创建一个具有社会

主义时代特点的黄鹤楼”。工作方法上，

也一改过去只委托一家设计单位提供方案

的做法，而是面向武汉市广大建筑设计人

员征集方案。这对有心弘扬中华建筑文化

的人来讲，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的中学阶段是在武昌度过的，对黄

鹤楼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我在武昌住校，

周末回汉口的家，往返都要乘船过江，而

轮渡码头就在黄鹤楼故址的山脚下。照说，

我应该积极主动参加方案设计才是，但我

采取的却是冷眼旁观的态度。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我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此时

刚从学习班解脱出来，尚未分配工作，可

以说是惊魂未定，万念俱灰，对一切都不

感兴趣。

老话说：祸兮福所倚，倒霉也有转运

的时候。正因为我当时手头没有工作，也

未报名参加重建黄鹤楼的设计，所以就有

人找上门来了。我院有一位姓高的高级建

筑师，热衷黄鹤楼设计，他做了一个方案

苦于无人帮他画透视图，在电脑制图尚未

兴起时，画透视图就是建筑师的“看家本

领”。我长于此道，于是帮他画了一张钢

笔淡彩的全景式效果图。

1978 年 7 月，全部征集来的方案都在

汉口集中展出，我院那位高工的方案颇为

引人注目（大概那张大透视图也起了一定

作用），特别受到主管此项工作的市领导

的青睐，因此入围呼声很高，顺利通过了

第一次评选。

高工的方案初选入围，大大鼓舞了我

院的士气。为了扩大优势，院里决定专门

成立一个黄鹤楼方案设计小组，集中兵力

攻关。小组由 4 人组成，我也就成了 4 人

之一。指定我的任务是：一、继续为高工

画透视图；二、在高工原方案的基础上再

做一个“补充方案”，以供比较备选。

我就是这样不由自主地来到重建黄鹤

楼的设计中，而且以后再也没有离开。

应该说，我们当时都是按照省委的指

示在做设计，怎样使新的黄鹤楼体现“社

会主义时代特色”成为我们最大的难题。

大家都认为“社会主义黄鹤楼”应该与传

统的古代黄鹤楼有所区别，除了建筑体量

加高加大以外，在建筑形式上必须有所创

新，常用的手法就是对古典的形式进行简

化或者在传统中适当加入一些符号式的现

代元素，这就是建筑界通常说的“社会主

义新风格”。

高工的方案就是这样做的，我的“补

充方案”也是这样做的。具体来说，“补

充方案”除了对原方案的体量、比例作了

一些调整以外，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楼

身增添了雨篷式的“水平挑檐”，用来代

替古建筑传统的“层层飞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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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武汉市第二次筛选，“补充方案”

和其他方案一起被送往外地征询专家意见。

结果，“补充方案”居然得到了包括杨廷

宝先生在内的国内著名专家的好评，认为：

“南方特点较浓，形式有所创新”。最后，

经过设计院内部、武汉市和湖北省逐级评

选，“补充方案”被选为“推荐方案”，

准备向国家建委推荐上报。

就这样，我从“客串”开始，逐渐唱

起了主角。不过得知方案中选的消息，我

却是喜忧参半，因为我对自己的方案并没

有信心。我清楚，这个方案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无法让人识别它是“黄鹤楼”；二是

建筑语言“古今杂陈”，形式不统一，不

伦不类。如果真要按这个方案实施，是要

遭后人唾骂的。

不料时隔半个月，就在我内心纠结的

时候，又传来省里的“新精神”：省长认

为该方案的“民族风格不浓”，主张采用

传统的“层层飞檐”。省里要求再做一个

新方案以资比较，并要求新方案务必在一

个月之内完成。

得知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因为

过去我只是对别人的方案进行修改与加工，

现在我可以重新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黄鹤

楼了。

最令我高兴的是，终于弄明白省里要

求的所谓“社会主义时代特点”，与建筑

界说的“社会主义新风格”完全是两码事。

前者不要求、甚至反感“建筑语言”的所

谓“创新”，他们理想的“社会主义黄鹤

楼”，仍然是一个采用传统古建形式的黄

鹤楼，只是比古代黄鹤楼更高大、更雄伟

而已。实际上，这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仿

古建筑”，只是仿古建筑的名称当时还没

有正式出现。

在建筑风格问题明确之后，建筑形象

的认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让公众

识别、认同新建的楼阁就是黄鹤楼，办法

只有一个，那就是选择老百姓熟悉的历史

原型作为建筑创作的基础，由此创造出来

的新形象，由于包含原型的基因和特质，

老百姓是完全能够识别和接受的。

建筑界最熟悉的当然是宋代界画《黄

鹤楼》图中的形象，但是武汉广大民众不

熟悉；而且今天的新楼址已非画中“依山

临江”的形势，完全不能实现画中楼阁的

布局方式了。因此我们放弃了以宋楼为原

清·同治黄鹤楼（1868—1884）照片

宋·界画《黄鹤楼》图（根据原画照片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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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代黄鹤楼为原型的新楼方案，湖北省
政府 1980 年批准实施

型的设想。

武汉民众最熟悉的是建于同治七年

（1868 年）、毁于光绪十年（1884 年）的

清末最后一座黄鹤楼。它的形象有历史老

照片传世，并被广泛用作商品广告和商标，

可以说妇孺皆知。特别需要指出，有充分

的历史资料证明，自清代始 300 年来所建

的黄鹤楼都采用了与同治楼一样的建筑形

式（高三层，“直楼”式的塔式楼阁）。

因此，以清代黄鹤楼作为设计原型是最合

适的了。它的塔式体形也特别适合新的楼

址较为狭窄的山地地形 ( 见下图 )。

有人担心同治楼的所谓“政治问题”；

其实既使同治楼真有“政治问题”，我们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设计

并不是以恢复同治楼为目的，我们设计的

新楼形象会与同治楼有很大的区别，我继承

的只是以同治楼为代表的清楼的普遍特征。

由于设计思想明确，所以新方案很快

在一个月内完成了（1979 年 3 月）。

新方案上报省里后，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是等待合适的时机

向国家建委正式提出送审。当时，“文革”

刚刚结束，国家和地方的经济都很困难，

省里把黄鹤楼工程上报给国家建委的目的，

除了想获得技术上的帮助，最主要是想争

取国家的财政拨款。

1979 年 12 月初，我和黄鹤楼筹建办

公室的负责人等，带着省委的上报文件和

设计图（我的“补充方案”和新方案一并

报上）来到国家建委。设计局为我们组织

了三场座谈会，邀请了国内著名建筑师和

其他专家（如张镈、戴念慈、王华彬、单

士元等）给我们的方案提意见。意见主要

集中在总图布置方面，而对两个方案如何

选择，大家都讳莫如深，就是不表态。设

计局的目的也很清楚，就是不想承担审查

的责任，极力回避财政拨款的问题。最后

会议没有结论，也没有批文，只给了一个

会议纪要。

1980 年 2 月 26 日，省里召开了最后

一次方案审查会。省长主持会议，他在会

上说：“黄鹤楼方案老是定不下来，只好

我们来定了，有什么办法呢！我看这个方

案（指‘新方案’）好，不要再讨论了。”

会议最后，省长还不无担心地问了我一句：

“将来房子盖起来，有没有你画的好看？”

我赶紧回答说：“中国的古建筑有很多精

彩的细部，我的透视图太小，画不出来。将

来房子盖起来肯定比图上画的还要好看。”

至此，从 1978 年夏开始，到 1980 年

2 月为止，历时一年七个月的方案设计工

作，终于画上了句号。

方案设计的完成仅仅是黄鹤楼重建的

开始，施工图设计对我是更大的考验。黄

鹤楼是千古名楼，又是国内第一次修建的

大型仿古建筑，我所遭遇的困难和承受的

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老实讲，我自己清楚：我并非黄鹤楼

设计的最佳人选。我年轻（按当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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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岁显得“太嫩”），名不见经传，缺少

工程经验（“文革”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学

习班”里度过的），没有高级职称，更未

担任过技术领导；尤其是，我的专业背景

为普通的建筑学本科，而非古代建筑研究，

这些都是我的弱项。难怪在市里召开的第

一次黄鹤楼工程协调会上，主管该项工程

的副市长当众质疑我：“你能把黄鹤楼搞

好吗？”我站起来大声回答：“搞不好黄

鹤楼，我去跳长江！”一语既出，四座皆惊。

这个场面后来被媒体广为报道，传为“佳

话”。后来我与这位副市长在黄鹤楼工程

建设上互相配合，成了十几年的好朋友。

当年，我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源于以

下的优势：我毕业于六年制的清华大学建

筑系，所受的教育与训练，使我对自己的

理论素养和基本功抱有充分的信心。梁思

成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培养出的学风，使我

在继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问题上，有一

种使命感。在近两年方案设计过程中，我

学习并掌握了黄鹤楼的历史文化知识，积

累了许多中国古代建筑实例资料，使我在

设计创作中能很快进入角色。我相信，有

了这些基础，只要自己努力学习是可以把

黄鹤楼设计搞好的。

为了能胜任这项任务，我抓紧一切机

会“恶补”古建筑知识，特别是“文革”

结束后，母校建筑历史教研室编辑出版的

六辑《建筑历史论文集》，成了我活学活

用的教材。

我还遍访名师，请求他们指点。东南

大学童寯老先生指导我：“重建黄鹤楼既

然不是古建筑复原，就不必死扣传统做法，

关键看大轮廓、大气势。我看你这个方案

可以交差了，与清式黄鹤楼差不多，老百

姓可以接受。”

我还拜访了母校吴良镛先生，他的教

诲中更多了一份对学生的关爱，希望弟子

在工程中不要出差错。他说：“我同意以

清楼为基础。清楼有个性、有特色的东西

一定要保持，有些装饰和做法可以变通……

仿古建筑中采用新材料一定要慎重、要稳

妥，不能拿工程来做实验。”

华南理工大学龙庆忠教授是我国南方

最著名的建筑史学家，他告诉我：“清代

黄鹤楼的结构形式，直通向上，叫‘直楼’，

是楼阁史上的孤例，有独特的价值。”他

对我的设计思想表示支持。北京市园林局

韩惠生高级工程师，是解放初毕业于清华

建筑系的老学长，对古建园林的修缮、施

工有丰富的经验，他教我许多古建构造知

识，使我受益匪浅。

可以说，我的施工图设计过程，是一

个边学习边设计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边

设计边施工的过程。为了密切配合施工，

有相当数量的施工图是我住在工地现场完

成的。在紧张施工的那些日子里，我 1.8

米身高的汉子，体重直落到 60 公斤。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启动重建程序

以来，省里有关文件和领导的指示，都没

有提到黄鹤楼的功能——黄鹤楼盖好以后，

里面干什么用。省政府对黄鹤楼工程计划

任务书的批复中，也仅仅将黄鹤楼定义为

“风景游览建筑”，并未列出具体使用要求。

直到主体结构施工到第二层，由于室

内设计的需要，才将确定楼内功能的问题

提到日程上来。最初的功能设想是我提出

来的，作为一名建筑师，实际上此时已经

担负起项目策划的任务了。

从历史来看，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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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年）的黄鹤楼，早期一直是作为军

事用途的城楼。从唐代开始，新修的黄鹤

楼才成为官商士绅、文人墨客“游必于是，

宴必于是”的游览胜地，从唐诗中的描绘

可以看出，黄鹤楼不但供游人登临观景，

也有类似酒楼的功能。明、清两代，楼内

更多了一项内容，这就是“层层供奉吕仙（吕

洞宾）像”，向游人宣扬神仙文化。

那么，我们今天是否要把黄鹤楼建成

一座大酒楼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今天

的餐饮业早就彻底物质化和商业化了，已

经失去古人“酒中寻诗”的雅兴和文化意蕴。

而“供奉神仙”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可

以充分发挥楼内空间的展陈功能，把黄鹤

楼打造成展示自身历史文化的博物馆。

随即，我为各层大厅拟定了不同的文

化展示主题。一楼：神仙文化；二楼：建

筑文化；三楼、四楼：诗文化；五楼：回

望历史。这些主题将分别通过壁画、雕刻、

模型、图片、书法、楹联等展陈手段予以

展出。

我的设想很快得到省市领导的赞同和

批准。1983 年下半年的一天，新任武汉市

委第一书记来黄鹤楼现场视察，由我汇报

设计情况，我像一名“导游”一样，从楼

外到楼内、从一楼到五楼，描绘着黄鹤楼

建成后的美好景象。书记听得很入神，突然，

他问我：“你，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平

生最怕别人当众问我是什么家庭出身，最

不怕别人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当即

回答说：“清华大学。”书记听了很高兴，

说了一番鼓励的话。

经历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

我已经多年没有听到别人关心你的学历了。

今天的际遇，使我感到温暖。后来知道，

这段时间，中央正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

的切身感受是，那段时间里，我在设计中所

提出的一些构想和意见，都非常受尊重。

经过 5 年紧张的工程设计与施工，一

座新的黄鹤楼终于在 1985 年 6 月 10 日重

建落成。在落成典礼上，电视台记者采访我，

问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说了一些客套话，

其实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想大哭一场，借以

释放多年来积累的心理压力。

黄鹤楼作为武汉市的名片，武汉历史

文化的象征，在历史老楼毁去 100 年以后，

重新获得再生，无疑是武汉人民文化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我也因此有了一点小名气。

1987 年，我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完全得益于此。

黄鹤楼的重建落成也是我人生的一个

拐点。我由此前“有的话别人能说，你不

能说；别人说错了是认识问题，你说错了

就是立场问题”的黑五类子女，摇身一变

成了“国家主人”，令人嘘唏，令人感慨。

我老婆说：正因为你那时刚从“学习班”

出来，所以才碰上了黄鹤楼设计。你这是

因祸得福。
1985 年 6 月 10 日，作者在黄鹤楼落成典

礼上与时任武汉市市长吴官正（右）合影


